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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澳大利亚战略观察家普遍认为，如果亚洲爆发大国战争，它将很可能
来自无意识的冲突升级或“意外冲突”，而非蓄意行为或政策选择。
许多观察家主张加强威慑战略，将其作为防止发生这种灾难性局面的
主要手段。然而，本文认为上述两种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
矛盾，并断言威慑战略实际上可能会加剧冲突意外升级的风险，而非
减轻。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应更加重视重振和重
构亚洲危机管理和冲突规避机制。本文主张，要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就必须在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越南在内的一个
新的地区中等强国联盟内开展合作。

事实上，威慑战略可能 
会加剧而不是减轻意外 
升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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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进入 
战争

在过去的五年中，澳大利亚的学者、政策分析家和官员越来越多地认
为，亚洲大国爆发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2021 年 4 月，时任澳大利
亚内政部秘书长的迈克 · 佩祖罗（Mike Pezzullo）发给工作人员的
信息外泄，成了头条新闻。他在信息中说，随着本地区紧张局势的加
剧，自由国家“再次听到了战鼓擂动的声音”。1 同样，澳大利亚政府
在 2023 年 4 月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称，“80 年以来，我们必须第
一次回到根本，采取第一原则的方法来管理并设法避免我们国家目前
面临的最高级别的战略风险 ：本地区发生直接威胁我国利益的重大冲
突的可能性”。2

这种担忧最初产生在五年之前，集中在朝鲜半岛日益增加的重大战事
风险。例如，2018 年 2 月，前国防部长及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金 ·
比兹利（Kim Beazley）认为，“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自 1953 年朝
鲜战争停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今天的战争可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
果 ：灾难性的死亡人数、超越半岛的导弹袭击、自广岛和长崎以来首
次在冲突中使用核弹。这种风险一直长期存在，而在 2018 年，随着
唐纳德 · 特朗普入主白宫，风险更加飙升”。3 大约在同一时间，随着
特朗普和他的朝鲜对手金正恩越来越粗暴地相互威胁和辱骂，澳大利
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评论说，朝鲜半岛重新爆发冲突的风
险“已上升到 20% 到 25% 之间”。4

朝鲜半岛的局势之后并没有明显改善。事实上，由于平壤方面不断
增强其核、导弹和其他军事能力，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
化。但近年来，澳大利亚评论界和政策界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中美
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例如，2023 年 4 月，澳大利亚外
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指出 ：

“一场关于台湾的战争对所有人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知道不会有
真正的赢家”。5 仅三个月后，澳大利亚前外长朱莉 · 毕晓普（Julie 
Bishop）也在同一场合指出，台湾冲突风险的日益扩大来自“地缘
战略和军事意义上的相对力量变化”6，这是推动澳大利亚、其所在
地区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发生快速、颠覆性变化的四个“大趋势”
之一。

澳大利亚有一个持久特征，即它是一个“惊恐不安的国家”。相应地，
这里的学者长期以来都在争论可能导致大国冲突的诱因。7 例如，澳大
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 · 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初撰写的一篇可能是关于战争原因的最著名论文中指出，虽然大国
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发起者无意造成的，但从历史上看，这些冲突都是
国家领导人有意做出战争决定的产物。换句话说，在布莱内看来，不
存在“意外的战争”或“无意的冲突”。8 然而，与布莱内同时代的科
拉·贝尔（Coral Bell）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她提出了“危机滑坡”（crisis 
slide）概念，即事态的发展可能经过一系列国家间危机发酵之后意
外失控，进而缩小决策者的选择范围，最终导致重大冲突。同样是在

在过去的五年中， 
澳大利亚的学者、 
政策分析师和官员越来 
越多地认为，亚洲大国冲
突的风险正在上升。

4 如何切实降低亚太地区战略风险 ：澳大利亚的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初，贝尔撰文指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即发生了这种“危机滑坡”。9

在提出亚洲大规模战争风险日益增大的当代澳大利亚观察家当中，大
多数都赞成贝尔的解释，而不赞成布莱内。他们认为，任何冲突升级
都可能是误解、误判或失误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的理性决策的产物。
例如，已故的德斯蒙德 · 鲍尔（Desmond Ball）在 2014 年 11 月发
表的一篇具有预见性的论文中写道，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军事和技术的
动能，这些动能会诱使各方“将哪怕是无意的小冲突扩大升级”。10 鲍
尔认为，当代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
能力的脆弱性增加了一方使用武力的风险，如果他们感到（无论对错）
对手打算对他们采取重大和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这种行动可
能针对上述 C4ISR 能力时尤其如此。11 同样，定居美国的澳大利亚学
者菲奥娜 · 坎宁安（Fiona Cunningham）也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在
控制局势升级的可行性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这极大增加了危机演变
为全面冲突的风险，包括跨越核门槛的风险。12

澳大利亚分析家在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上都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例如，
前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克里斯 · 巴里（Chris Barrie）在 2017 年 9
月朝美紧张关系加剧时撰文，称这一局势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欧洲，当时的领导人最终“梦游”（sleepwalking）13 进入了一场全球
大战。此处使用的“梦游”一词，是直接借鉴了另一位澳大利亚历史
学家克里斯托弗 · 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著作。克拉克在这
部关于一战起因的获奖著作中，将一战的冲突归咎于领导人的虚弱无
力，他们采取了自认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措施
将带来恐怖的结局。14 在最近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巴里认为两个患有 

“音痴”的“自大狂领袖”——特朗普和金正恩——也有类似的潜力，
他们会做出误判、冒进或无谓的挑衅行为，而这一切都会带来不确定
的结果。在巴里看来，美国希望向盟国展示其延伸核威慑保证的可信
度，同时又缺乏关于朝鲜的可靠情报，这更使危险加剧。与克拉克使
用历史对比一样，巴里也看到了其他大国——包括中国、日本，甚至
可能还有俄罗斯——都有可能卷入一场谁都不希望发生的冲突，一旦
导火索点燃，他们出于更广泛的战略性考虑，最终将陷入冲突无法
自拔。

休 · 怀特（Hugh White），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和前高级国防官员，同
样接受了克拉克的“梦游”逻辑。事实上，他在著名的《季刊论文》
系列中发表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就题为“梦游进入战争 ：澳大利亚与
美国不计后果的结盟”（Sleepwalk to War: Australia's Unthinking 
Alliance with America）。15 怀特在另一处特别是谈到台湾冲突的前景
时写道，美国和中国正围绕着这个拥有 2400 万人口、长期存在争议
的岛屿，就未来的国际秩序形态展开一场典型的强权政治较量。在怀
特看来，“双方都不想开战，但都认为冲突的可能性将有助于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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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广泛的战略目标”。16 按照怀特的逻辑，中国更大的战略目标是取
代美国，成为亚洲这一当前全球经济最活跃地区的领导力量，而美国
则希望保持自二战以来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虽然双方都一直为捍卫这
些大目标而表示不惧开战，但怀特认为，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说
服对方不战而退。然而，考虑到其中的重大利害关系，他相信双方都
不太可能后退。他强调说，随着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中美最终将在
屈辱的退让和实际开战之间做出选择。鉴于双方都表示愿意动用武力
保卫台湾，这一抉择很可能会发生在台湾问题上。怀特根据古希腊伯
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的强权政治案例得出结论 ：北京和华盛顿都最有可
能选择冲突，而非屈辱性让步，因为后者可能会致命性地破坏他们各
自在亚洲的整体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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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届澳大利亚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意外升级的风险在日益
增大。例如，特恩布尔政府在 2017 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承诺促
进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网络领域沟通不畅和冲突升级的风险。17 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澳大利亚还（与菲律宾）共同主持了东盟地区论
坛（ARF）关于降低核风险主题的研讨会。18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
曾公开敦促北京方面响应拜登政府建立“防护栏”（guardrails）的呼吁，
以防止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演变成冲突。据称，她甚至曾私下向中国
外长提出了这一问题。19 在上述国家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黄英贤还
谈到，若要避免冲突并维护稳定，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时，就必须在

“外交战略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 through diplomacy）20 和
军事威慑之间取得平衡。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 2023 年 6 月新加坡举行的 IISS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
主旨演讲时，表达了与黄外长一致但可谓相对保守的意见，他说“防
护栏绝对必要，但不够全面”。21

实际上，澳大利亚近年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对威慑的重视极大超过对再
保证和外交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威慑是澳大利亚战略思想中经久
不衰的理念。例如，1986 年的“迪布报告”（Dibb Review）在告诫
不要将威慑作为国防规划及军力构架发展的出发点的同时，也指出威
慑仍可构成澳大利亚总体国防战略的一个有益要素，而且事实上，威
慑最终应是详细规划和准备的结果。22 另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战略分
析家罗斯 · 巴贝奇（Ross Babbage）的观点就远没有那么谨慎了，
他在 2000 年代后期主张实施“进攻性威慑”（offensive deterrence）
战略，使澳大利亚有能力从任何试图攻击它的“亚洲大国身上卸下一
只胳膊”23。

经过十多年的搁置，威慑概念在莫里森政府 2020 年 7 月公布的《最
新国防战略》中重回舞台中心，对违反澳大利亚利益的行动实施威慑
成为国防规划的三个主要目标之一。24 随后，2023 年 4 月的《国防战
略报告》用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这一概念，并在其他地方概述了澳
大利亚已经或将要采取的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平衡措施，以增强其应对
更高层次威胁的防御能力。25 在国内，澳大利亚的年度国防开支将在
该国历史上首次超过 500 亿澳元，同时政府还宣布打算获取新的强大
军事能力，包括核动力潜艇和远程导弹。26 对外，澳大利亚正大力深
化现有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如与美国及日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建
立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如 2021 年 9 月的澳英美联盟（AUKUS）三
边伙伴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重启的“四方战
略对话”（QUAD）。27

澳大利亚外交和 
国防政策对威慑的 
重视极大超过了对 
再保证和外交的重视。

威慑的 
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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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澳大利亚观察家认为，威慑是防止亚洲大国
战争的唯一可行方法。2023 年 2 月，多位著名分析家联合发表了一
份声明，探讨冲突风险不断上升的问题，声明中提出 ：“澳大利亚必
须为危机时代做好准备。澳大利亚应制定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争计
划，并认识到一个更强大的澳大利亚将通过抬升中国的战争风险和成
本，从而有助于遏制冲突。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威慑”。28 然而，诸如
此类的估量都是假定有关各方在理性计算，却忽视了威慑在多大程度
上会增加而不是减轻意外升级的风险。如前所述，澳大利亚分析人士
普遍认为，意外的冲突升级也是最有可能引发亚洲大国冲突的因素，
因此，两者构成澳大利亚当前外交和战略政策中一个不被察觉的矛盾。

在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的威慑战略时期，海上和空中的
危险遭遇必然激增。例如，根据乐卓博大学的学者丽贝卡 · 斯特林

（Rebecca Strating）的研究，2010-2022 年期间，在亚太地区活动
的军用船舶和非军用船舶之间发生了 79 起令人担忧的海上事件。29 近
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军舰和军机多次卷入此类事件，其中包括 ：
2019 年 5 月，澳大利亚陆军攻击直升机在夜间演习中受到中国渔船
发射的激光攻击 ；2022 年 6 月，一架中国战斗机在一架澳大利亚军
机附近释放照明弹和小片金属（箔条）；2023 年 11 月，一艘中国驱
逐舰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护卫舰“图文巴”号（HMAS Toowoomba）
潜水员下水时使用声纳，使其受到声纳脉冲的影响。30

冷战时期杰出的战略思想家托马斯 · 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
20 世纪 60 年代指出，“最好将更为‘偶然 ' 的战争——因疏忽、恐慌、
误解或假警报而非冷静预谋而引发的战争——视为威慑问题，而不是
与威慑无关的问题”，从而阐明了威慑与意外升级之间的关系。31 谢林
确实主张，威慑方故意制造战争风险，创造自己无法完全掌控是否最
终将威胁付诸实施的局面，可能会提高威慑性威胁的可信度，他将这
种形势称为“保留失控风险的威胁”（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概念。32 不过，他也赞成采用各种
降低风险的措施 ：“延迟机制、安全装置、双重检查和协商程序、应
对警报和通信故障的保守规则，以及避免未经授权开火或对意外事件
作出仓促反应的一般制度和机制”33，以降低意外冲突的风险并稳定威
慑。他还强调，一旦战争爆发，确保敌对双方能够保持清晰沟通至关
重要。34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导弹事件是促使美国和苏联采取此类降低风险
措施的催化剂。在那场近乎致命交手的第二年，美苏双方达成共识，
建立了一条著名的热线，以促进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及时的危机沟
通，其正式名称是“直接通信链路”（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DCL）。35 10 年之后的 1972 年 5 月，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一项《防止海
上事件协定》（INCSEA），旨在降低双方海军舰艇在近距离行动时发
生危险遭遇的风险。INCSEA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大大减少了苏联和

降低风险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
澳大利亚观察家认为， 
威慑是防止亚洲大国 
战争的唯一可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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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舰艇之间发生此类遭遇的次数。其成功后来也启发他国建立了类
似机制，包括 1998 年中美《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
协定》。36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亚洲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正在上升，但澳大利亚的
观察家们目前却并没有对相应措施显示多大热情。例如，针对黄外长
支持建立中美“防护栏”，休 · 怀特评论说 ：“她肯定明白，只要这对
冤家之间的根本问题还存在，双方就缓和对抗的措施达成一致的可能
性就非常低。她还必须明白，两年内很可能会是新政府入住白宫，或
者最近的一届政府重新上台，于是机会将更加渺茫”。37 另一位前高级
官员兼政策顾问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北京方面也不热衷于具体的防护栏措施，因为担心这将使美国的‘挑
衅行为’合法化。例如，中国并非必须管理南海事件，只是希望美国
离开该地区。危机热线也收效甚微。例如，在今年 1 月的间谍气球事
件中，中国政府就拒绝接听美国军方领导人的电话，因为这样做就等
于承认事实上存在危机。在北京方面看来，中国从不制造危机，只是
其他国家反应过度”。38

在充分认识到澳大利亚新兴的威慑姿态所带来的风险方面，洛伊研究
所（Lowy Institute）的萨姆·罗格文（Sam Roggeveen）的新书《针
鼹鼠战略》（The Echidna Strategy）是最为接近的。他认为，通过
发展打击中国大陆目标的军事能力，澳大利亚正将自己置于危险和不
利的境地，因为这极大增加了中国在冲突情况下对澳大利亚采取升级
行动的动机。罗格文主张，鉴于两国之间力量的严重不对称，澳大利
亚将不可避免地在这种交锋中处于劣势，尤其是如果中国政府感到被
逼无奈，不得不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应对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的打击。
罗格文从冷战时期欧洲的“非进攻性防御”（non-offensive defence）
战略和台湾所谓的“豪猪战略” （Porcupine strategy）中获得启发，
呼吁堪培拉方面明确放弃任何打击中国大陆的能力，转而集中精力和
资源建立一支旨在保护澳大利亚领土和其他地理位置更近利益的防御
力量。39 然而，在罗格文以军事为主的这一解决方案中，仍然是没有
将类似谢林所建议的降低风险措施包括在内。

如何切实降低亚太地区战略风险 ：澳大利亚的视角 9



对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为降低风险措施提供有意义的支持，人们总是很
怀疑，但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至少出于三个理由。

首先，必须牢记的是，中国在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仍然相
对生疏。在这一领域，美国和欧洲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
可供借鉴。40 相比之下，正如哈佛大学汉学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言，中国的学者和实践者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才开始认真研究危机管理。这种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中美之间
的一系列对峙促成，其中包括 1995-96 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美国误炸
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及 2001 年 4 月的 EP-3 危机，当时一
架中国战斗机与一架在南海上空执勤的美国侦察机相撞。这些事件发
生之后，相关文献开始大量增加，大部分是直接借鉴了美国的危机管
理学术成果。41 同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也表现出自我反
省和批评的能力，例如，他们认识到中国政府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和
条块分割的情报架构不利于中美之间有效进行危机管理。但是，这些
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中国最高领导层还尚不清楚。42

其次，虽然中国政府看似仍不愿回应拜登政府关于建立“防护栏”的
呼吁（尽管 2023 年 11 月的领导人峰会似乎气氛融洽，中方至少同意
了重启冻结一年多的两国军方沟通 43），但这一立场不一定是板上钉钉，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应对重大战略危机时，它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例如，冷战初期，苏联对危机管理和规避机制表现出类似的沉默态度，
但古巴导弹危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如上所述，它促成了 1963
年高级别热线的建立。在随后的危机中，包括在 1967 年阿以战争期间，
这一机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阿以战争很有可能就在无意间促使
超级大国为各自的盟友卷入直接冲突。44

第三，过分强调中美危机管理和规避机制，掩盖了中国政府在更大范
围内对降低风险措施的支持。例如，2022 年 7 月，中国外交部长王
毅与越南副总理范平明（Pham Binh Minh）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晤，
双方达成了加快实施两国间渔业事故管理热线的协议。45 2023 年 5 月，
一条于五年前既已商定，连接中国和日本防卫机构的热线开始运行。46 
2023 年 6 月，中国和新加坡也同意建立一条新的热线连接各自的
国防机构，为其正式命名为“安全防务电话链路”（secure defence 
telephone link）。47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之间的热线也
已达成协议，旨在防止南海意外碰撞事件升级，据报道，双方正在计
划测试这一机制。48

确保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亚洲当前和未来的危机风险降低措施无疑至
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举足轻重，还因为中国直
接涉及本地区一些最为持久的领土争端。尽管如此，仍有必要争取本
地区其他强国的参与。

人们根深蒂固地怀疑 
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为降低
风险的措施提供有意义的
支持，对此值得更为仔细
的研究。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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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个热点地区由于几个因素的存在，意外
升级的风险仍然很高。这些因素包括长期持续的历史仇恨、复杂的军
事力量平衡以及容易“引爆”的战略地理位置——跨越陆地边界的冲
突有可能比海洋环境中的冲突升级更快，这种现象被称为“水域的阻
遏力量”（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49 尽管面临这些重大挑战，
韩朝间降低风险的措施依然脆弱。自 1971 年 9 月朝韩之间建立第一
条热线以来，已采取了 50 多项类似措施。50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
些措施在紧张时期往往会陷入停滞。在 2020 年 6 月和 2023 年 4 月
平壤单方面切断与首尔的所有通信联系后，就发生了这种情况。51 同样，
2023 年 11 月，首尔对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做出回应，部分中止了
双方领导人金正恩和文在寅在 2018 年 9 月峰会上达成的《朝韩军事
协议》（CMA）。针对首尔的部分中止，平壤在几天之内就完全废除了
该协议。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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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亚洲战略竞争加剧的同时，意外升级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澳
大利亚战略观察家普遍认识到这一风险。但是，这种认识与目前更为
强调威慑的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未充分觉察到
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澳大利亚的政策应致力于更多地倡导危机
管理和规避机制，与更为注重威慑保持平衡，以减少意外升级和意外
冲突的风险。

阿尔巴尼斯政府公开支持美国建立中美“防护栏”的努力，这表明堪
培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种矛盾。然而，意外升级的风险并
不局限于中美关系，我们还需要更加关注重振、甚至可能重构其他的
地区风险降低机制，尤其是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

据称，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已敦促中国外长响应拜登政府提出的“防
护栏”建议，这固然令人鼓舞，但澳大利亚缺乏必要的外交实力来单
独完成这项任务。相反，澳大利亚应与其他亚洲中等强国合作，这些
国家同样希望避免大国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可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人
员和经济损失，尤其是在冲突将要升级跨越核门槛之时。这个新的中
等强国联盟也许可以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越南。
一个值得思考的有趣问题是，英国是否有可能助上一臂之力，在此过
程中为其“印太倾斜”（Indo-Pacific tilt）布局增添更多实质内容。
该地区的某些中等强国，即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澳英美联盟表示
缄默，这让我们有理由谨慎判断。53 尽管如此，英国参与的可能性仍
然值得思量，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华盛顿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它对亚太
地区（特别是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所谓“软实力”影响。54

作为起步，上述的新联盟可以首先对亚洲现有的危机管理和规避机制
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评估。这项工作可由一些（或所有）相关国家的
主要学术机构和 / 或智库合作开展。评估工作将全面核查现有的地区
性降低风险措施，找出哪些措施正在发挥效用，哪些措施已经萎缩，
哪些领域可能存在冗余，以及未来应予“投资”的潜在缺口。

通过评估，亚洲中等强国的联盟即可以确定哪些地区性危机管理和规
避机制需要优先恢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
2015 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时达成的海峡两岸热线，就是
一个明显的例子。海峡两岸紧张局势显著加剧，中国军舰和军机的行
动日益频繁，但自从 2016 年的年中，倾向于独立的蔡英文政府上台
以来，两岸热线机制就一直处于休眠状态。55 同样，新联盟还可以提
倡更稳定持续地使用朝韩机制，尤其是在最需要这些机制的紧张时期。

新联盟还可以确定应在哪些领域制定新的危机管理和规避机制。其中
一个可能的领域是网络领域，该领域亟需此类措施，但一直近乎空白。
例如，新联盟可以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或“交通规则”，规定网络能力
应如何（或不应如何）用于军事目的。

政策建议 ： 
中等强国的 
时代？

亚洲中等强国同样希望 
避免大国冲突，澳大利亚
应与这些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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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中等强国联盟可以借助现有的亚洲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 
(EAS)、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ADMM-Plus) 进程以及东盟地区论坛 
(ARF)，与这些机制合作推进其议程，而不是在已经拥挤不堪的地区
安全架构中再增加一个“小多边”（minilateral）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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